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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50年代，他在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

系任教时，参与并主持了社区卫生示范区(北京市东

单区卫生事务所)的工作。当时该卫生示范区不仅

为协和医学院的学生学习预防医学、学会从群体角

度解决健康问题提供教学现场，也示范了一种医学

服务与人群预防结合的模式，更体现了把“现场观察

和现场实验”作为流行病学方法的核心理念；在他的

教学生涯中，坚持教书与育人并重，注重培养学生的

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他有许多学生虽然是该校培

养出来的高级临床医生，但却一生从事预防医学，并

且都取得了卓越成就。

何教授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控制人群疾病，增进

公众健康，就要学好、用好流行病学，要深入现场干

实事，推广社区卫生示范区的模式。

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思路

20世纪80年代中期，何教授主持了四川省凉山

彝族人群高血压影响因素的研究，应用移民流行病

学方法，发现当地彝族人群高血压主要是环境因素

的作用，而非遗传因素的影响。

与何大夫一起做公共卫生

张德宣陈立泉

在纪念何观清教授诞辰百年之际，我们也忍不

住忆起了与他共事、向他学习以及在他的指导下工

作的点点滴滴，因为那时北京市东城区卫生防疫站

(现东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协和医科大学(现

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有一定历史渊源和诸

多联系。我们作为东城区卫生防疫站不同时期的工

作人员、站长，有幸参与和见证了何大夫从事的部分

公共卫生工作。

一、从第一区卫生事务所到东城IX-P生防疫站

东城区卫生防疫站前身的一部分是东单区卫

生事务所(解放前的第一区卫生事务所)。我(张德

宣)是1949年到第一区卫生事务所工作的，当时的

所长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裘祖源教授，不久何教授

接任了所长。

那时北京市各区均有卫生事务所，是卫生局领

导下的公共卫生机构。但是东单区卫生事务所非常

独特，它虽然也接受卫生局的领导，但所有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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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他最大的一项贡献就是开创了中国

的疾病监测工作，率先在我国13个省建立了30多个

疾病监测点。该监测系统成为我国制定医学卫生发

展规划和疾病控制策略的重要信息来源，也为评价

很多卫生对策的效果提供了科学依据。我们要学习

何教授这种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精神。

四、坚持锻炼，增强身体素质

在多次同何教授与会的接触中，我看到他坚持

晨练，还能做倒立、毯上运动，有时在游泳池畅游，在

马路上长跑，参加会议时也从不中断身体锻炼，这就

是他能够长期保持良好体质和精力的原因。这也是

我们这些从事流行病学研究的科研人员需要向他学

习的地方：只有保持良好体能，才能随时深入现场，

应付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何教授虽然已离开了我们，但他求真务实的科

研作风依旧闪耀着智者光芒，让我们把他留下的精

神财富延续下去，为我国的科研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收稿日期：2010一01—14)

(本文编辑：万玉立)

均为协和医学院的教职员工(由协和医学院支付工

资)，工作内容也是由该校公共卫生系设定，是为东

单地区居民、学生及工人提供防治一体化服务，同时

还是协和医学院学生公共卫生实习基地。卫生事务

所T作人员要下现场进行孕妇产前及产后调查、接

种疫苗，要到工厂、学校等进行卫生宣传教育。我

(张德宣)就去过东单区内的贝满学校给学生体检，

为初三学生讲授生理卫生，这些均是公共卫生工作

需要做的内容。在社区工作中若发现患者就介绍到

卫生事务所(医生均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进行诊疗

(其他的卫生事务所均没有门诊)。

1956年，我们学习前苏联模式把东单区卫生事

务所分为东单区卫生防疫站、东单区结核病防治所

和东单区妇幼保健站。我(张德宣)任东单区卫生防

疫站副站长(当时没有站长)，一任就近30年。防疫

站成立后的工作与第一区卫生事务所有非常大的区

别：防疫站变成了行政单位，工作人员只去现场检查

而不解决问题。防疫站做得最多的就是搞爱国卫生

运动，当时连医学院毕业的大夫们都到居民家里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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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洞、检查积水、灭蚊蝇、清洁厕所的蛆等，没有太多

的专业技术，因此工作人员一度很不安心，大家均觉

得防疫站没什么作用。防疫站在“文革”(1969年)

中被取消，我们均被下放到农村。1971年恢复防疫

站，我(张德宣)才返回北京。

当时，我们均觉得防疫站如果不改革就办不下

去了。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考虑防疫站

改革，我(张德宣)首先想到的是把防疫站从行政单

位改为业务单位，回到原来卫生事务所时的工作状

态：既要发现问题，又要解决问题。于是，我们按照

第一区卫生事务所的工作方式，思索防疫站的工作

模式，例如防疫科不仅应该报告传染病，还应该预防

传染病，工业卫生科要检测毒害等。

改革时，我们决定防治结合，成立几个门诊部，

因为在当时的职业病防治工作中，防疫站承担工人

有毒物质化验工作，但是职业病治疗却在北京第六

医院(六院)，患者在六院看病，又要到防疫站化验非

常麻烦，为此，我们成立了职业病门诊。此外，还成

立了龋齿、慢性痢疾、肝炎门诊。这是我们防疫站开

始回归公共卫生专业机构的起点。我们的经验后来

还在北京市其他区(县)进行了推广。1977年，东城

区卫生防疫站因此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单位”。

二、与何大夫一起创建中国疾病监测系统

何教授是中国疾病监测工作的开创者。1978

年，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医科院)流行病学微生物

学研究所(流研所，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

预防控制所)的教授，他从国外考察疾病监测回来不

久，大概觉得东城区卫生防疫站的改革做得不错，就

带着自己的同事严迪英、于谦教授及研究生曾光、李

辉、乌正赉、田明光等来到我们的防疫站，和我们谈

他对疾病监测的想法。

时值年底，天气寒冷，何大夫骑着一辆破旧自行

车，冻得满脸通红。他找到张德宣站长，提出疾病监

测在中国还很少有人知道，有必要建立一个适合我

国国情的疾病监测系统，想以东城区为试点。张站

长对此非常支持，立即安排防疫科赵彬科长带领几

名骨干成立了一个流行病研究科(张德宣站长还特

别给拨出了3问房作疾病监测用)，我(陈立泉)也就

成为这支疾病监测初创队伍的一员。

何大夫提到疾病监测时说，国外只为某种疾病

设立监测点，中国有完整的三级卫生防病网络体系，

应根据国情建立从某些疾病开始逐渐扩展到与健康

相关因素均包括在内的疾病监测体系。为此，他提

出建立以人群为基础的监测点。于是选择东城区最

大的地段医院——北新桥医院为监测点(该医院管

辖的北新桥街道地区有6万多居民)。在北新桥街

道开始的监测工作包括单一疾病的监测和以正常人

群为基础的监测。

建立北新桥监测点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

每户居民建立健康户口卡。当时防疫站没有人力

做这件事，于是就由流研所出资，从社会上招聘了

40名刚从农村返城未就业的知识青年，经过培训后

按统一要求挨家挨户进行调查。当时健康户口卡

的设计还是受到派出所户籍卡的启发，即卡的正面

是基本情况，包括门牌号、户主、家庭成员、文化程

度、婚姻状况、收入情况等，背面是健康状况及疾病

史(包括半年以上的慢性病)。资料收集完毕后，以

居委会为单位做成卡片活页册，新来的居民可加

进，迁走的居民可注销。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健

康卡才建立完毕。由于当时工作条件非常简陋，没

有计算机，分析资料需要数卡片，只有一部手摇计

算器，有时进行一个f检验就需要一个下午。然而，

在何大夫的带领下我们这支队伍战斗力特别强，大

家一起下现场，有时加班到晚上八点，即使是在寒

冷的冬夜也从未懈怠。

做完这些人群基础资料收集后，在何大夫领导

下，严迪英执笔，我(陈立泉)和曾光、李辉等撰写了

一篇关于东城区人群健康状况的文章，发表在1979

年的《流行病学杂志》上，该文应该是我国疾病监测

的第一篇文章。我们从这些人群资料中发现，东城

区的人口构成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解放初期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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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人口占很大比例，1978—1979年该人群比例明

显下降，老年人口的比例显著增加；还有一个发现就

是人群死因发生了变化，刚解放时结核排在死因第

一位，而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排在第一位的不是结

核，而是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及肿瘤等在内的慢性病，

从而引起了全国对慢性病预防的关注。

在疾病监测初创时期还有一个插曲。我们当时

费尽心思建立的人群健康户口片，开始时存放在北

新桥医院，该医院的有关人员并不知道建卡的辛苦，

觉得这些卡片可能没有太大用处，欲要处理掉。我

们得知后立即将这些资料送到流研所保存。1982

年，何大夫提出，疾病监测只局限在一个街道代表性

较差，应该考虑增加监测范围，所以我们就把监测范

围扩大到东城区6个地段医院共14万人，这时候不

再雇人收集资料，而是培训这6家医院保健科的人

员，同时给他们必要的劳务费，这样不仅医院的人会

珍惜这些自己调查来的资料，而且也能及时更新出

生和死亡的数据。

1983年流研所由医科院划分出来隶属为中国

预防医学科学院(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

个职能所，而何大夫还继续留在医科院和协和医科

大学任教授。就在这一年，有两名年轻的英国流行

病学家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讲学，讲述在伦敦一

个社区建立的监测点工作情况，该监测点每户家庭

均建立一个健康卡(包含7项内容)，他们准备lO

年、20年地一直做下去。当时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陈春明院长昕后非常赞赏这种做法，提倡学习他们

的经验。而出席会议的流研所教授指出，早在1978

年底我们已在何大夫的领导下建立了居民健康户

口卡，卡片的内容不止7项，比他们的更完善，而且

这项工作一直在进行着。会后，陈院长很快组织全

国各省(直辖市)级卫生防疫站站长在北京崇文门

饭店开会，我(陈立泉)在会上介绍了东城区的疾病

监测方法。这说明我们在何教授的带领下早在

1978年底就已经做了当时只有一些发达国家才开

展的疾病监测工作。

三、与何大夫一起从事公共卫生工作

在初建疾病监测系统的那几年里，何大夫还带

领我们针对防疫站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进行研

究，其中有～项研究让我们印象深刻。当时北京市

规定对所有痢疾患者进行两次家庭访视，即发病时

进行一次，恢复时再进行一次，每次均要求面见患

者。但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北京市人口流动已

很频繁，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这种家庭访视劳民

伤财，因为痢疾报病卡片需要从诊断地上报至防疫

站，然后再转至相关的地段医院，最后地段医院保健

科去访视时很多患者已病愈，因此大多不愿意接受

这种访视。后来我们与流研所疾病监测的专家一起

设计了这样一个课题：只对单号卡上的患者进行访

视，双号卡上的患者均不访视，2个月后对所有报告

的痢疾患者随访一次，收集病程、发热天数、继发感

染、服药天数等几项指标对访视效果进行评价，结果

显示这几项指标在两组之间并无差异。

这项研究结果发表论文后，我们亦给上级管理

单位即当时的北京市卫生防疫站提交了相关报告，

他们虽然觉得报告有道理，认为该项家庭入户访视

意义的确不大，但不能轻易作出停止痢疾访视的决

定，所以他们又在北京远郊区和近郊区重复了该项

研究。结果与我们一致，这样才上报北京市卫生局，

最终把北京市的痢疾全面访视改为重点访视，只访

视学龄前儿童、幼儿园老师、水管人员及>60岁老

年人，这种管理模式一直持续到现在。据粗略估

计，这项改变每年能为东城区减少3万人次的访视

劳动。

80年代初期疾病监测发现，北京市的痢疾每年

发病有两个“峰”：4月份一小高峰，8月份又有一大

高峰。但当时我们对4月份这个小高峰非常不解。

通过调查，发现那个年代北京冬春季蔬菜品种很少，

在4月份小萝卜集中上市，很多人习惯生吃或凉拌，

因此我们推测“吃不干净的小萝卜”可能是造成痢疾

小高峰的原因。我们把该监测结果及其分析上报到

北京市卫生局后，全市开展了“生吃小萝卜要洗净”

等卫生宣传活动，此后北京市的4月份痢疾小高峰

就消失了。

回忆这些经历，我们想说的就是，在何大夫领导

下开展的疾病监测及专题研究均直接落实到预防措

施的改进，这些工作确实为北京市乃至我国公共卫

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收稿日期：2010-Ol一14)

(本文编辑：万玉立)

 


